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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由于受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语言学界形成实力异常强大的“重实用、轻理论”的技术派。同
时，学界已有学者既承认语言学技术应用型研究的重要性，也非常重视基础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学的哲学思辨，并形成

理论派。传统技术派和新生理论派必然在研究方法、学术平台和学术资源等领域长期相争。虽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之
争”，但终会催生我国语言学界自己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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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Ming Liu Li-min

(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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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culture，a powerful technical school was formed in China's linguistic circle，
whose focus is to cast more on pragmatism than theory． However，while admit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ies on application of lin-
guistic techniques，some other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sic theoretic studies and philosophic analyses of linguistics，
and formed a theoretic school． Inevitable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academic platforms
and resources w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Although these are not“scholastic disputes”in a real sense，they will eventually orches-
trate the birth of genuine linguistic schools in our ow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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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 2005 年发表评论称，伟大思想产生于

学派争鸣与摩擦。近年来，钱冠连和刘利民分别
发文指出，中国汉语学界和外语学界均没有自己

独立的学派。钱冠连从我国研究者的心理障碍、
理论习惯、研究方法、科研监管及评价机制等维度
探讨不利于学派产生的原因( 钱冠连 2004: 2，
2007: 28) 。刘利民进一步指出，我国语言学学派
缺位的深层原因是学界没有关于语言的形而上学

反思传统，没有就“什么是语言的本质、什么是语

言学知识”这类事关语言本身的“是”与“真”问题
进行哲学的追问( 刘利民 2010: 61，2013: 95) 。为
什么理论反思、理性思辨是弱项? 尽管上述两位
学者都提到这一问题，但限于篇幅没有展开论证。
目前为止，学界罕有其他学者研究该问题。本文
将首先探讨中国语言学界弱于理论反思的深层原

因，然后阐明尽管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学派，但传统

技术派和新生理论派已经相争于研究方法和学术

资源等领域。这种“学派之争”终会催生我国语
言学界自己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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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语言学界弱于理论反思的原因
钱冠连在探讨不利于学派产生的原因时指

出，我国语言学家具有“爱理论，却藐视体系”的
理论习惯和“爱事实真理( 有实验依据得到的真
理) ，拒斥形式真理( 由形式科学如逻辑与数学的

推演而得到的真理) ”等研究方法上亟待解决的
问题( 钱冠连 2004: 5) 。这些理论习惯和研究方
法当属表面现象。表象之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利
民认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学学派，其中一个
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善于哲学的形而上思

辨。这或许与我国思想传统的重经世致用而轻逻
辑思辨有关，也与经注、经注的经注的传统有关”
( 刘利民 2010: 66) 。思想传统至少部分地决定研
究人员的理论习惯和研究方法。而这种思想传统
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素以
实用理性见长，缺少纯粹理性的品格”( 袁祖望
2003: 58) 。“中国先民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实用心
理，从事科研活动首先看它是否对生活有用，带

有极强的功利色彩。”( 同上: 59 ) 马佰莲在论中
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时也指出，中国传统科技

在其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重直觉、轻实证分
析的非理性主义和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等
人文精神特征”( 马佰莲 2004: 44) 。
当然，这种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人文精神，

并非暗示国人不善于理性思辨，也不说明汉语不

利于理性思辨。早在两千多年前，先秦名家就开
始使用纯语言理性思辨的分析方法，建构真正的

语言哲学。但由于经世致用的主流思想和封建专
制的双重压制，名家的语言哲学思想没能引导人

们走上逻辑分析的道路，进而促进思辨理性在中

国哲学中出现( 刘利民 2007: 278) 。名家覆灭，中
国传统思想严重缺失思辨理性，进一步强化了重实

用、轻理论的主流思想取向。这种功利主义传统如
此强大，至今仍然发挥巨大的惯性影响。“体现在
科研活动中，必然是重术轻学，重实用轻理论，难

以做到‘为科学而科学’”( 袁祖望 2003: 60) 。然
而，西方语言学学派都有其哲学思辨的源头( 刘利

民 2010: 65) 。我国语言学界重经世致用、轻逻辑
思辨的强大传统同样也有其哲学根源。
首先，国人重直觉了悟、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

主义特征当归因于中国传统哲学。其中，道家和
儒家的影响最大。道家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方
式是直觉、顿悟，在本质上反对理性思维和逻辑。
儒家同样主张反观内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因
此，儒家和道家在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上相通: 都

强调直觉和内心体悟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受此
传统哲学影响，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的把握，既不像

西方科学和哲学那样严格按照因果关系来进行，

也不是概念式分析，而是依靠直觉和顿悟认识世

界。西方科学从物出发，西方人养成追求精确、严
密、苦求、证明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 中国思想从
心出发，只追求知觉的确实，而非概念的准确( 马

佰莲 2004: 46) 。
其次，国人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特征亦

产生于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至深的儒家反对舍弃
具体的人事而去思考抽象的形上之道。古代哲学
家青睐实用理性，认识客观对象以实用为标准，

不服务现实的理论和技术被贬为“屠龙之术”。
比如，先秦名家的思想因是纯语言性思辨而受到

儒家和道家等先秦哲学主流学派的误解和抨击，

被斥为“好治怪说，玩奇辞”( 《荀子·非十二
子》) ，“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庄子·天
下》) 。儒、道抨击名家的共同出发点是经世致用
的哲学立场及其伦理道德的视角: 名家命题以实

乱名或以名乱实，蛊惑人心，对于修身治国、伦理
实践没有任何用处，为君子所不齿。荀子要求对
于名家之流的“邪说辟言”应“申之以命，章之以
论，禁之以刑”( 《荀子·正名》) 。要求凭借政治
权力，从思想、学术、行政和刑罚等方面对名家学
说予以打击。结果墨家“以名举实”的经验主义，
着重科学主义的实证思想和名家“专决于名”的
理性主义倾向都因为学术专制和封建专制打击而

衰微( 刘利民 2007: 132) 。古代科技受此哲学、文
化和价值取向影响，形成独特的实用理性的工具

主义特征。古代科学家因此对抽象理论问题兴趣
不大，他们特别关注与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现
实问题，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往往通过对具

体问题的解决表现出来( 马佰莲 2004: 47 － 48 ) 。
著名教育家夏丐尊认为，中华民族重实利由来已

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和艺术等都以实用
实利为根据。他对此深恶痛绝: “这样传统的实
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

步可说的”( 赵敦华 2014: 62 － 63 ) 。没有坚实的
理论基础，科学发展必然失去后劲，因此，工具主

义思想倾向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显然，当今中国语言学界同其它领域一样，也

必然深受“重实用，轻理论”的功利主义思想价值
取向影响，这种价值取向又因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撑

得以强化。结果造成“重实用技术，轻理论思辨”
长期成为支配中国语言学界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
这就不难理解，连当代语言学大师都更重应用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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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语言学的任务是记录用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
出现这些用法”( 赵元任 1989: 60) 。“( 语言学) 主
要是研究语言，不是研究语言理论。”( 沈家煊
2007: 19) “要会扩展、插入、移位、替换、删略等摆
弄的方法，这才像个语言学家。”( 同上: 20) 上述观
点清晰展现出大师们重实用技术的语言观。
所幸的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理性主义思

想借西学东渐之风得以在中国重生 ( 刘利民

2007: 279)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西方各种语
言学新理论的引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起撬

开中国语言学的大门。因此，尽管总体上我国语
言学界长期更注重应用型研究，缺少逻辑思辨，尤

其是关于语言本质的形而上哲学思辨。但国内不
少语言学家，如汉语界的吕叔湘和潘文国，外语界

的许国璋、钱冠连、刘利民和李洪儒等，也开始非
常关注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主张语言学研究在

重视实效应用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

研究，重视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对语言学理论指

导的研究。只是，总体上语言哲学的讨论未引起
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尚未形成良好的语言哲学

思辨气候( 同上 2010: 65) 。

3 当今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派之争”
“现代西方语言学学派纷呈，各种语言学思
想在语言本体、方法论等问题上交锋激烈，由此
不断推动着语言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同上:
61) 钱冠连和刘利民均明确表示，目前中国语言
学界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有没有非严格意义
上的学派呢?

钱冠连认为学派有 5 个标志性条件: 代表人
物、核心成员及追随者、代表作、重大理论贡献和主
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研究风格( 钱冠连 2007) 。根据
上文讨论，我国语言学界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更加注重技术应用型研究的主流学者( 人数

更多) ，本文因此取名“技术派”; 另一类是更加注
重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及语言学的哲学思辨的少

数学者群体，故此取名“理论派”。本文郑重申明:
该分类仅为表明不同学者的语言哲学观不同，并无

绝对好坏之分、正误之别。两派的比较详见表1。

表1 技术派和理论派的比较

学派名称 技术派 理论派

代表人物 重语言学应用技术的杰出学者
重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及语言学哲学思辨的

杰出学者

核心成员及

追随者
技术派中除领军人物之外的其他学者 理论派中除领军人物之外的其他学者

代表作 该派学者众多，代表作自然不少。
该派学者虽少，但不乏重量级学术论文及专著

问世。

重大理论贡献

该派并非不研究理论，其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和

探索常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表现出来。该
方法解决重大理论问题的几率相对更低。

该派不断有学术理论创新，如刘利民近年提出

的“概念思维之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深
得江怡、王寅和钱冠连等学者的肯定，引起业
内高度关注( 刘利民 2007) 。

学术套路及

研究风格

重技术轻理论，忽视对语言的哲学思辨，对哲

学界缺乏了解、交流，甚至刻意与哲学思辨保
持距离( 刘利民 2013 ) ; 满足于仅仅引进西方
语言学新理论，并用来解释一些局部现象。

语言研究不限于由经验观察、数据整理而概括
出规则，还应加强理论思辨性探讨，构建新的

假设框架，并由此而审察语言现象; 不研究导

致方法的理论，虽有大师，却不能催生学派，创

新也在低层次技术层面; 对语言进行哲学反

思，则可能创新语言学研究思想。

由表1可见，技术派和理论派都能在非严格意

义上满足学派的 5 个标志性条件。根据维特根斯
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技术派和理论派可看作中

国语言学界非严格意义上的两大学派。既然也叫
学派，它们之间是否有争论，有何可争?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技术派和理论派会就研

究方法展开争论。两派对理论研究，尤其对语言

学的哲学思辨重视度不一样。潘文国曾说: “有
一位哲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前世界上所有哲学

家都在研究语言哲学，只有中国除外。而我的观
察也告诉我，当今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语言研究都

注重建立在语言哲学基础上，也只有中国除外。
我不敢说这两种观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至少

说明中国和世界在语言研究和哲学研究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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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潘文国 2008: 21) 。
的确，西方现代语言学或产生于经验主义，或

源自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具有丰厚的哲学底蕴。
经验主义主张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重观察和归
纳; 理性主义坚信只有推理方能获取真知，重逻辑

分析。语言学家的认识论立场不同，其关于语言
的本质和语言学知识的构成就不同。语言观不
同，研究目的和方法也就不同。目的和方法不同，
构建的语言理论框架就不同。由此，西方语言学
学派纷呈: 如奠基于理性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立

足于经验主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
和认知语言学等。反观中国现代语言学，占主流
的技术派紧跟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不断介绍、
引进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语法、生成语法和认知
语言学理论，并在其框架下观察、分析、归纳、解释
各种局部的汉语语言现象。技术派非理性主义，
却似乎离经验主义立场相去不远。但由于深受
“重实用，轻理论”的功利主义传统思想价值取向
的影响，由于钱冠连指出的中国语言学界与哲学

界互不交流的“两张皮”现象，技术派贫于西方思
辨哲学的甘泉，没有鲜明认识论立场的指引，没有

明确的语言观及其指导下的特定研究方法，疏于

理论反思，所以更多是形似而非神似经验主义。
比如，沈家煊曾提出，存在 3 个并行的世界: 物理
世界、心理世界、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不是直接对
应于物理世界，而是有一个心理世界作为中介。
语言世界内部也存在相应的三个世界———行域、
知域、言域( 沈家煊 2008: 403) 。沈先生是典型的
技术派，但其“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却绝不是技
术分析，很具有语言哲学味。遗憾的是，正如我国
外语界一位资深语言学家所说，由于中国现代语

言学缺乏充足的哲学滋养，相当一部分语言研究

者哲学功底不够，因而只能重复中国语言研究的

老路: 提出口号，但却无人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无

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显然，在技术派主导的时代，中国语言学界总

体上疏于基础理论研究，从而错失重大理论创新，

甚至错失学派的诞生。比如，我国语言学家黎锦
熙的“文学 /论理次序”论与乔姆斯基的“深层 /表
层结构”论高度神似: “论理的次序”和“深层结
构”都是指不变的概念意义结构和逻辑，是语句
意义的核心基础，是思想; 而“文学的次序”类似
“表层结构”，是最终表达式中各个句子成分的层
级构造和线性排列( 包括省略、换位等) ，是思想
的表象( 王茜 2013: 81) 。黎锦熙从具体语言研究
中产生出如此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且早于生成语

法理论 30 年，为何没能像乔姆斯基的理论一样由
此催生出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语言学学派呢? 王茜

认为“黎派语法”未能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
明确的哲学反思、在方法上重教学轻理论以及由
于对教学的高度适应性而鲜有质疑者与后续研

究”( 同上: 80 ) 。理论反思之于学派形成举足轻
重，这恰恰是我们的弱项。
其次，技术派和理论派需要为学术平台和学

术阵地而争。相比技术派，理论派目前尚处于发
展的早期阶段，所能享有的学术平台和已经占领

的学术阵地也很有限。所幸“自本世纪开始，国
内学者已开始号召并推广语言哲学的学习和研

究，创立国内语言学界的语言哲学学会，《外语学
刊》率先开设语言哲学专栏，构筑起语言学与哲
学交流、合作的平台”( 刘利民 2013: 96) 。这也为
理论派提供宝贵的学术平台和学术阵地，呵护新

生力量的成长。
再次，技术派和理论派需要为宝贵的学术资

源而争。科学史上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长期的
知识和经验积累，长时间艰苦、耐心、自由探索的
产物。因此，许多国家长期、稳定资助基础理论研
究。而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相对较低，加之市场
机制缺乏内在动机来满足对基础研究创新的投

入，因此，从事纯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无论是

经费来源渠道、可获经费数额，还是研究所获收
益，都远低于应用型研究人员，造成两者工作待

遇和收入差距悬殊( 张文霞 李正风 2007: 6 － 7) 。
当然，从事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派也不能

幸免。仔细研究 2011 －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年度课题指南拟定的语言学类研究可申请的选

题，就可发现理论派尴尬的处境( 见图1 ) 。

图1 2011 －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指南拟定的语言学类选题

注:该分类统计数据依据本文作者的主观判断，可能

有失准确，仅能反映某种大体趋势。

由图1可见，应用型研究选题比例高达 64%，
应用和理论并重型研究选题只有 23%，基础理论
型研究选题仅 13%。5 年中，仅 2011 年有一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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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语言学学派相关，没有一个关于语言本质的

纯理论性哲学思辨选题。其重应用、轻理论的特
点十分鲜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人文社科
项目均要求研究具有实用价值( 对经济发展有可

见的物质利益) ，为什么有学者为拿科研经费，违

心编造申请项目的实用性( 钱冠连 2004: 6 ) 。虽
然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大声疾呼改革我国现行科研

体制，对此本文不作讨论，但需要反思的是，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指

挥棒。作为我国级别最高、份量最重的社科类研
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应集中人、财、物力
推进耗费大、周期长的基础科学发展，引领、促进
学术理论创新，却为何如此眷顾应用，而轻理论。
课题指南的拟定者很可能就是技术派，他们重实

用轻理论的信念，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影
响如此坚定，不仅自己弱于理论反思，弱于纯理性

哲学思辨，而且也不愿意积极支持基础理论研究。
最后，技术派和理论派的发展前景不同。两

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因为“科学学
派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以理论上的创新

为核心，提出跟以往不同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视
角，并对特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产生巨大的影

响，在研究范式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新领域
的开拓者，科学学派必须有独树一帜的理论创

新，这是它得以存在的根本因素”( 郭贵春 2006:
36) 。中国语言学界学派的长期缺位，“不仅无法
为理论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和组织平台，而且客观

上造成研究的无序混乱，出现学术失范等诸多道

德不端行为”( 同上: 35) 。学科呼唤学派，所幸的
是，新生理论派在研究方法、学术阵地、学术平台
和学术资源等方面已经向传统技术派发起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

性，技术派内部将会不断分化。理论派则会不断
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基础理论研究，投
身于语言哲学研究，不断对语言的本质和研究方

法进行哲学反思。技术派和理论派之争终会催生
真正的学术流派。只是更希望技术派和理论派双
方均能支持学派发展，培育学派精神和土壤，坦

诚相争。因为“宽容保障智慧，进而催生文明”
( 刘利民 2007: 279) 。

4 结束语
学派决定学科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交流话语

权。中国语言学界呼唤自己的学派。但由于受中
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学界形成实力异常强

大的“重实用、轻理论”的技术派。所幸的是，目前
已有学者在承认语言学技术应用型研究重要性的

同时，也非常重视基础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学的哲

学思辨并形成理论派。传统技术派和新生理论派
在研究方法、学术平台、学术阵地和学术资源等领
域的长期相争，终会催生我国语言学界真正的学

派，促进中国语言学在世界崛起。技术和理论的两
派之争是产生中国语言学学派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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